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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民權與社會穩定
——「新塘事件」的個案研究

● 岳經綸、莊文嘉

摘要：與城鎮居民相比，中國農民工在城市/接受的福利待遇具有差序性和歧視

性。長期的身份分割塑造了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對立與衝突，進而對社會穩

定構成挑戰。2011年的廣州增城市新塘事件（又稱「6．11騷亂」）便是典型例子。但

與廣州增城市相鄰、經濟結構較為脆弱、外來人口壓力更大的東莞市，卻沒有受到

騷亂的影響。本文通過比較這兩個個案發現，兩地的結構性差異來源於東莞市的社

會改革。東莞市從2007年以來進行了一場以建立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社會改革，

通過包容性的社會治理政策、消除身份差異的新社會保障體系、義務教育均等化、

協商與自治機制，快速吸納了外來人口，提升了他們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通過

重建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聯結紐帶，社會政策也提升了外來人口對政府的信任度，重

新確立了國家在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從而淡化了非國家的傳統社會力量（例

如同鄉會）的影響力。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　維穩　公民身份　社會政策　社會保障

2011年6月10日晚上9時左右，一名四川籍孕婦在廣州增城市新塘鎮大敦村

佔道擺攤經營，與村治安管理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引起了圍觀人群的不滿。隨

後，增援的治安管理人員增加，民警、地方政府官員、救護車接踵而至，但爭

執卻開始升級。治安管理人員強勢的回應態度激起了外來務工人員壓抑已久的

怨氣。一批圍觀者開始攻擊警車和救護車，隨後又將怒火發洩向當地人的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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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車。隨後，憤怒的群眾衝向大敦村派出所，打砸了大敦村治安管理隊伍的辦公

樓。次日凌晨3時，第一波騷亂才剛剛平息了兩個小時，又有一批人群攻擊清理

現場的警察。11日晚，這起事件演變成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間的衝突，並升

級為大範圍的打砸燒事件。騷亂一直持續到13日，大批武警和特警進入新塘

鎮，這起群體性事件才得以平息1。

令人驚異的是，在持續四天的騷亂中，與新塘鎮接壤（僅一街之隔）、不少

新塘外來務工人員所居住的東莞市中堂鎮，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新塘鎮本地

人口與外來人口的對立情緒，並沒有蔓延到中堂鎮。中堂鎮政府官員也保持鎮

定，直到6月11日晚大敦村發生打砸燒事件之後，才開始採取維穩預防措施2。

這兩個鎮的鮮明對比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關注。一時間，廣東省市領導、省

政法委官員、省公安廳官員、增城市官員紛紛奔赴東莞市中堂鎮調研。所有人

都關心同一個問題：為何兩個相鄰接壤、產業結構相似、人口結構趨同的鎮，

在維持社會穩定上卻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

事實上，新塘鎮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不過是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長期對立

的突發表現3。而同一時期，中堂鎮的本地居民和外來人口卻有良好的融合4。

那麼，是甚麼因素帶來了融合？本文通過比較研究發現，東莞市從2007年以來

進行了社會改革，制訂了一系列以促進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社會政策，增進

了外來人口對城市的融入；身份融合消解了傳統社會關係在外來人口中的影

響，也促進了他們與本地人口的融合。而官員晉升激勵、政治機會與財政自主

性，則是推動東莞市政府發動社會變革的主要因素。相比較而言，廣州增城市

的社會改革滯後，反而強化了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的身份分割和社會隔閡，進

而加劇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與對立。

本文第一節對廣州增城市與東莞市以及新塘鎮與中堂鎮之間的經濟結構與

人口結構進行比較；第二節對兩鎮本地與外來人口的融合提出一個新的解釋框

架，探討社會政策、公民身份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分析東莞市進行

社會改革的動力，並且比較增城市社會改革相對滯後的原因；第四節討論東莞

市的社會改革內容，審視社會政策在整合公民身份中的作用；第五節討論兩個

城市的社會政策發展差異對社會穩定所帶來的影響；最後作出結論。

一　兩個案例的比較：經濟與人口結構

從地理位置上看，廣州增城市和東莞市接壤，而增城市管轄的新塘鎮和東

莞市管轄的中堂鎮，更是緊密相連（見圖1）。

從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看，東莞市比廣州市面臨更大的社會管理壓力5。

相對於東莞市，廣州市在經濟結構上的某種優勢，不僅賦予其更大的政治自主

性，而且減輕了社會管理的壓力。一般來說，公有制經濟成份比重愈大，國家

自主性愈強，因為國家財稅主要來源於自己所直接控制的國有資產，而不需要

與非國有力量進行過多的政治上的討價還價6。廣州市政府面對的主要是國有、

大型企業，而東莞市政府不僅要管理無數的非國有、中小企業，還要維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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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環境以避免外資撤離。顯然，後一種情況更有可能迫使地方政府偏袒資

方，陷入以犧牲工人權利為代價來換取比較優勢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模式7。經濟結構的差異也給廣州市和東莞市帶來不一樣的社會管理環

境。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調整令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提高，因此產業工人的規

模縮小了，而且國有力量對工業領域的控制，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在外部經濟

環境惡化（例如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避免出現大規模的企業破產和工人下崗8。相

反，經濟環境的變化卻常常影響到東莞市的製造業9，企業倒閉潮也常常使得當

地的勞資衝突驟然惡化bk。

除了經濟結構外，外來人口也給東莞市帶來更大挑戰。2010年末，東莞市

的常住人口為822.5萬人，其中戶籍人口只有181.8萬人；而同時期廣州市的常住

人口為1,271.0萬人，其中戶籍人口高達806.1萬人bl。同年，在增城市103.8萬常

住人口當中，非戶籍人口的比重也只有19.1%。如果考慮人口密度，以常住人口

計，東莞市（每平方公里3,337人）也遠遠高於增城市（每平方公里642人）bm。

「6．11騷亂」發生地廣州增城市新塘鎮以及相鄰的東莞市中堂鎮，分別體現

了各自所屬城市的經濟與人口特徵。新塘鎮是典型的經濟強鎮，汽車業、摩托

車業、服裝製造業等是其支柱產業，廣州本田汽車、五羊—本田摩托車等企業

均在當地設立工廠。從2006年以來，新塘鎮開始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和轉

圖1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與東莞市中堂鎮地理分布圖

圖片來源：根據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信息中心（China Data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中國

數據在線資料庫的空間數據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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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型，關閉了大量的洗漂印染企業、水泥廠和黏土磚瓦廠。在2010年廣東省鎮域

經濟綜合發展力評比中，新塘鎮被評為「十強鎮」，位列第七bn。而中堂鎮也體現

了東莞市的經濟特徵，以第二產業為主，其紙品製造業在東莞市乃至廣東省都

處於領先水平，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民營企業bo。在人口結構上，中堂鎮面臨的外

來人口壓力也更大一些。2010年，新塘鎮外來人口約40多萬人，本地人口70多

萬，外來人口佔總人口比重約為36.4%bp；而同年中堂鎮約有14萬常住人口，外

來暫住人口48,145人，常住戶籍人口74,846人，外來人口（常住非戶籍和暫住）佔

總人口比重約為60.1%bq。

那麼，在經濟結構較為脆弱、外來人口壓力更大的情況下，為甚麼與廣州

增城市相鄰的東莞市反而能免受「6．11騷亂」的影響？

二　公民身份缺失與社會不穩定

1990年代末以來，國家對待農民工的態度從控制轉向保護。儘管如此，與

城鎮居民相比，農民工進入城鎮後所享受的社會待遇仍存在很大差異br。如蘇黛

瑞（Dorothy J. Solinger）就認為，中國的城市戶口制度和福利制度實際上剝奪了

農民工在城市的公民身份，他們沒有資格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各種待遇和社

會福利，尤其體現在義務教育和醫療上。由於國家、城市官僚和城市居民等都

不願意放棄城市戶籍制度，農民工在城市爭取公民權不容樂觀bs。

農民工被剝奪了「城市公民身份」，也意味o國家在這一群體的社會生活中

缺位，而國家推動的市場化改革又使得這一群體不斷地暴露在種種風險當中。

如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市場力量的持續擴張必將推動社會自我保護的反

向運動bt。如果國家沒有及時通過社會政策進行干預，那麼其他非國家力量必然

會應運而生。事實上，正因為國家的缺位，農民工只能依靠在城市中複製傳統

的社會關係來謀生與自救。結果，從微觀角度看，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生育

和組織（例如同鄉會）等問題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混亂。他們因為特殊身份而繞開

了城市社會的種種制度，獨立於國家並給城市治理帶來挑戰。從宏觀角度看，

雖然農民工作為廉價勞動力服務於國家發展需求，緩解城鄉收入不平等問題，

又給國家推動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支持，但為維持社會秩序，中國政府對這一群

體長期採取粗放和剛性的管控政策ck。

可是，長期的壓制型勞動體制也促使農民工選擇離開城市，從而帶來了「民

工荒」cl；而且，國家帶有歧視性的社會政策強化了農民工作為外來人口與本地

人口的身份分割，形成了差序性公民身份（differential citizenship）cm。身份分割

表現為福利分割、居住分割和社會分割。同時，制度性、社會性和文化性偏見

與歧視逐漸塑造了外來人口對「城�人」的排斥心理。這種歧視性的身份制度也

呈現出世襲效應，外來人口子女被貼上「農民工子女」、「民工子弟」的標籤cn。隨

o這一新生的城市下層群體不斷膨脹，他們的就業、薪酬、福利待遇等問題逐

漸變成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為消解這一群體的積怨，政府也採取了一系列

的剛性維穩措施，包括加強監控技術和籌劃群體性事件應對方案co。但是，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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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維穩初衷相反，外來人口的維權行動逐漸增多和升級，因為歧視性的社會

待遇不斷在農民工的日常生活中重複出現，而國家的種種政策宣示和普法運動

的推行又提升了他們的權利意識。隨o社會歧視與權利意識之間的鴻溝不漸擴

大，農民工「向國家討個說法」的維權行動也愈來愈多cp。一旦政府處置不當，外

來人口對政府的信任便會下降，原本屬制度化渠道內的「維權事件」就會迅速變

成「社會洩憤事件」。社會洩憤事件常常是因偶然事件引起，衝突升級的過程非

常快速；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發生的事件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不過是藉機發

洩對社會不公的不滿；在騷亂過程中，失真和挑撥性的信息通過短信網絡等媒

體快速傳播；騷亂往往伴隨o打砸搶燒等犯罪行為cq。

「6．11騷亂」恰恰是這類社會洩憤事件的典型例子。作為外來工大量湧入的

輸入地，廣州市在外來人口管理與服務上承受o巨大壓力。騷亂直接反映了外

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對立與積怨，但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兩大群體在公民

身份上的長期分割。然而，與之相鄰的東莞市，在經濟結構較為脆弱、外來人

口壓力更大的情況下，為何又能及時避免騷亂的蔓延，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維持相對良好的人口融合？關鍵就在於東莞市政府推出的社會改革，重構了地

域公民身份。

三　東莞市的社會改革何以可能？

政治升遷和追求政績是地方官員進行改革的最大動力。經濟最落後和最發

達的地區往往難以實現大幅度的經濟邊際增長。對於身處政治錦標賽的地方官

員而言，要想獲得晉升，就必須在其他能夠實現大幅度政績邊際提升的領域有

所作為cr。東莞市便是如此。

從2005年開始，東莞市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放緩cs。當時，地方領導人已

經注意到東莞市的經濟增長模式即將到達極限ct。而且，東莞市以非國有力量、

外資投資、中小企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外部經濟環境動蕩時顯得十分脆

弱。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東莞市的製造業。2009年，東莞市國民生

產總值（GDP）增長指數大幅下跌，在珠三角十二個城市中的排名從第2位降至第

9位。與之相對照，廣州市在2007年以前經濟增長速度穩步上升。即便在金融危

機的背景下，廣州市也因其經濟結構上的優勢而維持了較為穩定的經濟增長。

在2008年，廣州市GDP增長指數在珠三角十二個城市中的排名不降反升，從前

一年的第7位上升到第3位dk。因此，在經濟績效呈邊際遞減、政治改革風險又太

大的情況下dl，東莞市政府官員只能在社會政策領域尋求變革。

而且，經濟動蕩帶來眾多社會不穩定因素，例如欠薪、失業和破產。此

時，如果地方政府能通過前瞻性的社會政策變革來化解潛在的經濟與社會不穩

定因子，便會獲得比經濟績效更顯赫的政績。正因為如此，早在2007年，東莞

市統計局便撰寫報告，坦言東莞在經濟上無法和廣州、深圳相比，因此應當從

提升城市的綜合發展與人均收入水平入手來超越廣州和深圳dm。這份報告也得到

市領導的肯定和批示dn。

「6．11騷亂」恰恰是

社會洩憤事件的典型

例子。作為外來工大

量湧入的輸入地，廣

州市在外來人口管理

與服務上承受T巨大

壓力。騷亂直接反映

了外來人口與本地人

口之間的對立與積

怨，但背後的根本原

因在於兩大群體在公

民身份上的長期分割。



64 學術論文 同時，中央層面和省級層面的政策取向也為東莞市發動社會變革提供了良

好的政治機會。2002年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人開始制訂一系列社會政策以平

衡市場與社會的發展do，中國的社會政策進入了重建期dp。不過，由於區域差異

和地方政府間複雜的財政關係，中央還是讓地方承擔起社會支出的主要責任，

而且也寄望於各地方政府能夠因地制宜來推動社會建設dq。為了提升各地方發展

社會政策的積極性，中央也逐漸將成功推動地方政府間經濟競賽的激勵機制擴

大到社會政策領域，通過考核、評獎等方式將社會政策績效與官員升遷掛Adr。

近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綱領性政策激勵地方進行社會改革。例如2008年

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2020年）〉（以下簡稱「珠三角規劃綱要」），鼓勵珠三角城市完善覆蓋城鄉、惠及

全民的社會保障網，提高社會保險覆蓋面和完善社會救助。2009年，民政部與

環境保護部分別與廣東省政府簽訂了與「珠三角規劃綱要」配套的發展協議，決

定將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社工制度、社團管理與社區建設等試點安排在珠三

角城市；同年，廣東省民政廳也將東莞市確定為試點城市。除此之外，從2009

到201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三次赴廣東考察，強調珠三角等發達

城市要加快經濟轉型、維持社會穩定，以及在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方

面進行創新ds。

廣東省領導層的態度與中央高度一致dt。2009年底，廣東省政府出台了與「珠

三角規劃綱要」相配套的〈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09-2020年）〉，

提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盡可能使居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享受水平大致相當的

基本公共服務」；而且該綱要詳細界定「均等化」為「底線均等」，即「不是強調所

有居民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務，而是在承認地區、城鄉、人群間存在

差別的前提下，保障居民都享有一定標準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務」ek。這個綱要希

望分階段在全省範圍建立起消除城鄉、地區間和社會群體間差別的公共服務體

系，實際上反映出了旨在建構以「省域公民身份」為本的社會政策體系的意圖el。

隨後廣東省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通過財政、考核、監督等機制來強化政

策執行。

除了官員晉升激勵與政治機會外，較強的財政自主性是東莞市推行社會改

革的重要基礎。從財政收入看，東莞市並非「珠三角規劃綱要」覆蓋的九個城市

的翹首：從2007到2010年，東莞市的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在這九個城市

的排名中都居於第6位，而廣州市則居於第3位em。但是，東莞市政府的財政自主

性更大一些。在橫向財政結構方面，東莞市預算外資金比重相對於廣州少很

多，因而其調整預算分配的自主性更強一些en。從2007到2010年，東莞市預算外

收入（不包括基金收入）與一般預算收入的比率從1:11持續下降到1:62；而同時

期，廣州市的比率則從1:3下降到1:6eo。在縱向財政結構方面，東莞市由於採取

「市直管鎮」的模式，因此對鎮與街道的財政控制更強，更有利於推動基層政權

的社會支出結構調整。在2010年，東莞市向28個鎮與4條街道轉移財政支付65億

元，約佔鎮與街道可支配財政收入（217.42億元）的30%ep。

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有助於上級對下級支出方向的控制，也從客觀上

推動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從2008到2010年，東莞市每年都向鎮與街道轉

移支付10億元以上的義務教育資金，其中一個重要的支出要求就是為外來戶籍

為了提升各地方發展

社會政策的積極性，

中央也逐漸將成功推

動地方政府間經濟競

賽的激勵機制擴大到

社會政策領域，通過

考核、評獎等方式將

社會政策績效與官員

升遷掛�。除了官員

晉升激勵與政治機會

外，較強的財政自主

性是東莞推行社會改

革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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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免除義務教育雜費和借讀費er。相比較而言，廣州市通過管轄10個區和2個

縣級市來間接管理34個鎮和131條街道，市本級的一般預算支出僅佔全市一般預

算支出的41.3%左右es。而且，各區縣還坐擁大量預算外資金。這些資金的支出

是在市級與區縣級財政部門的掌控之外。在2007年，廣州市本級以下的預算外

支出佔全市預算外支出的44.5%et，可見廣州市政府財政自主性之低。

財政自主性直接影響到地方政府整合政策過程與預算過程的結果fk。如果

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自主性來為社會改革安排相應支出，那麼一切新制訂的社

會政策便可能淪為口號。以廣州市為例，從2007到2009年，社會保障和就業、

教育、醫療�生、城鄉社區事務等支出全面下滑fl。在這種剛性的支出結構中，

唯一能夠改變資金配置的只可能是在政治議程上受到高度重視的政治任務，例

如維穩。同一時期，廣州市的維穩經費不斷攀升，公共安全支出佔一般預算支

出的比重從8.0%持續增加到11.6%；2010年，由於舉辦亞運會，廣州市的公共安

全支出高達48.1億元，遠遠超過社保、住房保障、教育、醫療�生、公共交通等

所有單項支出fm。相比較而言，東莞市的預算分配權相對集中，使得社會支出的

增加成為可能。從2007到2010年，東莞市本級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從10.9%上升

到12.7%，教育支出在2007年驟增為19.7%並在隨後三年內穩定在13.8%左右，扶

貧支出也從2.5%提升為3.4%，而與維穩相關的公檢法司支出則從15.0%下降到

12.2%fn。

四　以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社會政策

官員晉升激勵、政治機會與財政自主性三者共同推動了東莞市近年的治理

轉型。2006年5月，新上任的市委書記劉志庚首次提出要進行經濟與社會雙轉

型；這一目標在次年的黨代會上正式確立fo。從2007年開始，東莞市發起了一場

以建立地域公民身份為導向的社會改革fp。

（一）重構社會行政

改革的第一步，便是重構社會行政，調動各級部門和官員配合社會改革的

積極性。2007年，東莞市開始籌備建立全國第一個專門管理外來人口（新莞人）

的專職行政機構。這一計劃很快得到省政府的支持和批准。2008年初，東莞市

將原來的流動人員和出租屋管理辦公室fq升格為新莞人服務管理局，負責擬定和

執行全市主要的外來人口與出租屋管理政策。隨後，原來的市流動人員和出租

屋管理服務工作領導小組也更名為新莞人服務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新莞人服務

管理局的領導成為主要成員；領導小組下的新莞人服務管理辦公室也設在新莞

人服務管理局，由正、副局長兼任辦公室正、副主任fr。

這些改革至少帶來了三方面的變化：一是新莞人服務管理局從一個由市政

府副秘書長兼任主任、不定行政級別、僅有13個事業編制的辦公室，升格為有

專職領導、配有23個行政編制、垂直管理各鎮（街道）的新莞人服務管理中心fs的

正處級局ft；二是新機構相對獨立於政法委領導下的剛性維穩系統gk；三是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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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構的管理對象從原先於出租屋居住的外來人口擴大到全市所有外來人口。這些

變化給予官員極大激勵，他們認為自己已經不再是維穩部門，而是與民政局一

樣的服務部門gl。此外，東莞市還在各部門公選聘任新莞人專職領導崗位，包括

團市委專職副書記、市總工會專職副主席和市婦聯專職副主席，目的是融合外

來人口，增加他們的歸屬感和對地方當局的認同感gm。

此外，面對2009年「大部制」改革壓力，東莞市堅持單獨設立社會保障局，

成為全廣東省唯一一個獨立且與人力資源局平行並立的社保機構。而且，以往

社保部門領導人的政治升遷史也給社保部門官員帶來很強的政治支持與激勵。

2003年，東莞市社保局局長升任為分管社會保障的副市長，後於2011年升任市

委常委。社會政策部門的官員升任地方領導，不僅加強了上下級間的溝通，也

提升了繼任官員配合社會改革的積極性gn。

2011年底，東莞市還成立了社會工作委員會，由市委副書記兼任主任，在

市一級統合民政局和新莞人服務管理局等社會政策部門，並要求鎮（街道）成立

相應的社會工作委員會；與此同時，東莞市還提出將社會建設績效評估結果作

為各級幹部政績考核和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go。

這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一方面提升了東莞市各社會政策部門的權力與地

位，另一方面也為官僚機構配合社會改革提供了政治支持。

（二）包容性的社會管理政策

良好的社會行政結構使得東莞市的社會改革順利推動。改革的最主要部分，

是推動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融合。2007年，東莞市黨委出台文件，要求全市各

部門在隨後的各種公文、講話、宣傳等正式文件和口頭稱呼中都要統一使用「新

莞人」，替代原本帶有隔閡乃至歧視性的「外來工」稱謂gp。另外，新莞人服務管

理局從2008年開始提出引導工廠宿舍中的外來人口分流到出租屋居住gq。外來人

口居住分散，雖然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管理難度，卻促進了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在

居住空間上的融合，而且有助於地方政府向外來人口提供以社區為本位的公共服

務，促進公共服務在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分配均等化gr。再者，東莞市還

對廣東省推行的「大綜治大調解」機制gs進行了調整，積極吸納外來人員擔任調解

員，協助調解糾紛。以中堂鎮為例，2011年建立起近5,000人的義務調解隊，其中

超過50%的調解員由外來人員擔任gt。通過外來人員來調解外來人員的糾紛，既

避免造成本地人員與外來人員的衝突，又取得了更顯著的調解效果。也正是由

於這些調解員的及時介入，中堂鎮江南社區才免受「6．11騷亂」的影響hk。

相比較而言，新塘鎮的工人更集中地居住在工人宿舍，尤其是在騷亂發生

地大敦村，絕大多數外來工居住在工廠的集體宿舍hl。集體宿舍實際上強化了資

方對農民工的控制與剝削hm，而且也導致了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在居住空間上的

隔離。更重要的是，在大敦村，村委會依靠40多名由本地人口組成的治安聯防

隊，通過暴力毆打、罰款，以及徵收各種費用（主要是治安保護費），來維持村

委會的日常運作和對8萬多外來人口的控制hn。結果，外來人員對當地治安管理

員的長期積怨演變成「6．11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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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新社會保障制度

東莞市社會改革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建立以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社會

保障制度。2008年7月1日，東莞市出台新醫療政策，將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城

鄉居民醫療保險整合為統一制度和統一標準，建立全市統一的醫保社會統籌基

金，將全市職工、按月領取養老金或失業金人員、本市靈活就業人員，以及城鄉

居民全部納入參保範圍，成為中國首個真正建立城鄉一體化醫療保險體系的城

市ho。隨後，東莞市還出台了一系列關於新醫保的用藥、診療項目和服務設施等

方面的配套政策，並建立覆蓋全市的社區門診機構和逐級轉診制度hp。2009年，

東莞市進一步拓寬醫保範圍，一方面，將十萬名大中專在校學生納入新醫保適

用範圍；另一方面，整合了生育保險和醫療保險，採取「一個制度、一項繳費，

涵蓋醫療及生育兩項待遇」的新政策，使外來人口享有與戶籍人口同等的生育

和醫療待遇hq。另外，東莞市還在2012年探索將外來人口就讀子女納入醫保體制

的試點工作hr。

新醫保政策迅速地消除了東莞市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從保障待遇看，

外來人口與戶籍居民享有同等的醫療保障待遇，住院醫保的年最高支付限額從

2.5萬元逐步提升到20萬元hs。從醫保覆蓋面看，2008年東莞市的社會基本醫療

保險參保人數達513.3萬人，比2007年增加了276.9萬人，增幅高達53.9%ht；其

中，參加醫保的外來人口高達381.8萬人，佔總參保人數的七成以上。截至2009年

底，東莞市醫保覆蓋了所有戶籍人口和近70%的外來常住人口ik。如果以常住人

口計，東莞市的醫保覆蓋率從2007年的33%攀升至2010年的72%il。

除了醫療保險外，東莞市還於2010年將原有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與城

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合併，建立起「統一制度、統一標準、統一管理、統一基

金調劑使用」的養老保險制度，覆蓋範圍包括城鎮職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

以及外來務工人員im。東莞市的社會保障制度一體化建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

至2010年底，東莞市各類保險參保總人次達2,350.3萬，其中外來人口1,860.8萬，

佔79.2%in。

相比之下，廣州市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步伐要慢很多。在醫療保險方面，

廣州市的不同社會群體分別以不同標準和待遇參與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靈

活就業人員醫療保險、外來從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五套不同的體系當中；而且，廣州市還保留了公費醫療制

差異化的福利待遇強

化了廣州市之內的公

民身份分割。金字塔

狀的福利資源分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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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率上遠遠落後於東

莞市，外來人口參保

的比重自然很低。

表1　廣州市與東莞市社會保險參保人數與覆蓋面的比較，2010年

　   保險類型 養老保險 失業保險 醫療保險 工傷保險 生育保險

參保人數 廣州 375.0 336.0 678.4 375.0 208.0

   （萬人） 東莞 443.0 279.9 592.3 469.1 592.3

覆蓋面（%）廣州 29.5 26.4 53.4 29.5 16.4

東莞 53.9 34.0 72.0 57.0 72.0

數據來源：廣東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廣東省調查總隊主編：《廣東統計年鑒（2011）》（北京：中國

統計出版社，2011），頁95、564。



68 學術論文 度io。換言之，廣州市共有六套繳費水平不等、待遇水平差別極大的醫療保險體

系同時並存。在養老保險方面，廣州市的城鎮職工（包括外來務工人員）、城鎮

居民、農村居民三大群體分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基本

養老保險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險，不同群體被納入不同養老保險制度並享有不同

的養老待遇ip。而且，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包括養老和醫療）也僅限廣州市戶

籍人口才能參加iq。差異化的福利待遇強化了一市之內的公民身份分割。金字塔

狀的福利資源分配結構降低了弱勢群體的參保意願。從社會保險覆蓋面看，廣

州市在五大保險種類的參保率上遠遠落後於東莞市（見表1），外來人口參保的比

重自然很低。

（四）義務教育均等化

東莞市社會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推動戶籍學生和非戶籍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

均等化。2009年，東莞市政府出台了〈新莞人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暫行辦法〉，使

該市成為廣東省第一個以積分制方式安排流動人口子女入讀義務教育階段公辦

學校的地級市。如前所述，東莞市還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形式，要求各鎮與街

道減免外來人口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借讀費和教育雜費，使其與戶籍學生享

有同等待遇。截至2010年底，在東莞市公辦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的外來人口子女

達12.6萬人，佔公辦學校學生總數的40.8%；到2011年上半年，共有52.9萬名外

來人口子女在東莞市接受義務教育，佔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的71.4%ir。

而對於在民辦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的絕大多數外來人口子女而言，東莞市政府則

通過稅費減免、資金獎勵等方式進行扶持is。

（五）協商機制與外來人口自治

除了提升外來人口的社會權利以彌合原本分割的公民身份外，東莞市還建

立協商機制來改善對外來人口訴求的回應。從2008年開始，新莞人服務管理局

每個季度均在村（社區）和工廠中召開新莞人座談會，參與者包括各行政部門代

表（例如勞動局等部門的官員）、從事車間生產的外來工、企業管理者和當選地

方黨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外來人員。新莞人服務管理局在座談會獲悉

各種訴求後，或者直接回應，或出面與其他部門協調後提供反饋意見。另外，

東莞市還在部分鎮開展新莞人社區自治試點，通過將村鎮劃分為多個新莞人服

務管理小區，並由外來人員擔任自治小組管理人員，以此改善外來人口密集地

區的基層治理。

五　身份融合與社會穩定

東莞市社會改革帶來的最直接影響，首先是提升了外來人口對城市的認同

和歸屬感，具體表現為外來人口流動性的降低。通過包容性的社會管理政策、

東莞市社會改革帶來

的最直接影響是提升

了外來人口對城市的

認同和歸屬感，具體

表現為外來人口流動

性的降低。通過包容

性的社會管理政策、

消除身份差異的新社

會保障體系、義務教

育均等化、協商與自

治機制，東莞市快速

吸納了外來人口，使

其真正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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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身份差異的新社會保障體系、義務教育均等化、協商與自治機制，東莞市

快速吸納了外來人口，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相反，滯後的社會變革加劇了廣州

市的社會排斥。排斥的結果便是農民工「用腳投票」，選擇到其他城市求職或返

回家鄉。在「6．11騷亂」之後的農曆新年，新塘鎮遭遇了嚴重的節後民工荒；而

一街之隔的中堂鎮則維持了相對穩定的返崗率it。

其次，東莞市社會改革重新建立起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聯結紐帶，提升了外

來人口對當地政府的信任度。較高的政治信任有助於國家支配性權力在底層社

會的實現。「6．11騷亂」發生時，在與大敦村相鄰的中堂鎮江南社區，社區幹部

連夜進行維穩動員，維持了良好的社會秩序jk。相反，儘管新塘鎮官員在騷亂過

程中對外公布沒有任何人員傷亡，但是圍觀群眾和眾多外來務工人員仍選擇相

信網絡上傳播的「孕婦老公被活活打死」的謠言，導致衝突不斷升級jl。

最後，地域公民身份的重構也明確了地方政府與地方人口之間的關係，重

新確立了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從而淡化了非國家的傳統社會力量的

影響力。當農民工來到陌生的城市求職與居住，最快捷的融入方式便是接觸老

鄉。在國家缺位的情況下，農民工只能依靠複製傳統的社會關係來謀生和自

助。結果，同鄉會或較為鬆散的關係網絡在城市蔓延開來，給城市管理帶來了

複雜性。在「6．11騷亂」中，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同鄉會進行了動員，但一起

小販與治安管理者的衝突演變成為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衝突，足以說明

兩大群體之間在社會網絡上的高度分割。而在「6．11騷亂」發生前五天，廣東潮

州古巷鎮也發生了所謂「6．6騷亂」。事件起因是陶瓷工人討薪時被挑斷手腳

筋，結果引發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衝突，並最終演變成打砸燒事件。當地政

府承認這場群體性事件背後有四川同鄉會在進行動員jm。這些社會組織或關係網

絡，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幫助個別農民工維權或發揮互助自救的社會功能，但在

群體性事件中，必然會成為抗爭升級的催化劑。

以傳統社會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必須依靠不斷強化「本地人—外地人」

的身份分割才能維繫組織的內部團結。在群體間矛盾激化的情況下，這類組織

中央的政策宣傳和地

方的政策執行之間的

差距逐漸擴大，使得

外來人口對自身所享

有權利的期望與現實

待遇之間的鴻溝逐漸

加深。於是，相對剝

奪感轉變成潛在的怨

恨乃至實際的洩憤行

為，對社會穩定構成

巨大威脅。

「6．11騷亂」發生時，中堂鎮江南社區幹部連夜進行維穩動員，維持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70 學術論文 的領袖反而更能鞏固自身的權力和地位。因此，他們有可能通過採取更為極端

和激進的口號與行動來鞏固自身對整個社會網絡的控制。東莞市的官員對此則

有清醒的認識。在訪談中，新莞人服務管理局的官員解釋：「如果我們不主動去

幫他們〔外來人員〕，他們就會找老鄉。」jn也正因為東莞市社會政策部門採取的

預防性社會政策，提升了外來人口對地方政府的信任與對制度化維權渠道的效

能感，所以愈來愈多的外來人口傾向於找政府部門調解糾紛jo。

六　結論

隨o進入城市務工與居住的農民工群體發生了代際更替，新一代外來人口

對其在城市中所接受的差序性和歧視性社會福利待遇存在強烈的改革訴求。雖

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社會政策來幫助這一群體融入城市，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

社會改革上卻存在滯後性。此時，中央的政策宣傳和地方的政策執行之間的差

距逐漸擴大，使得外來人口對自身所享有權利的期望與現實待遇之間的鴻溝逐

漸加深。於是，相對剝奪感轉變成潛在的怨恨乃至實際的洩憤行為，對社會穩

定構成巨大威脅。這是2011年廣州增城市新塘鎮發生「6．11」群體性事件的結構

性背景。但是與新塘鎮相鄰的東莞市中堂鎮，雖然在經濟結構上較為脆弱，外

來人口比重也更大，卻沒有受到騷亂的影響，並且在騷亂發生前的很長一段時

期內維持良好的人口融合與社會秩序。

這種結構性差異來源於東莞市的社會改革。從2007年起，東莞市制訂了一

系列以建立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社會政策，快速吸納了外來人口，提升了他

們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而且，社會政策也提升了外來人口對政府的信任

度，重新確立了國家在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從而淡化了非國家的傳統社

會力量的影響力。

社會政策不僅推動東莞市從原本以政法系統為中心的剛性維穩模式向社會

政策部門發揮更大柔性創穩功能的新模式轉變，也促進了社會福利在不同社會

群體之間的分配均等化。新的福利分配體系重新癒合了原本高度分割的公民身

份。不過，重新建立的公民身份帶有明顯的地區性特徵，長期而言，可能帶來

社會政策上的「一國多制」jp；而且，還可能帶來外來人口的城際流動，使得改革

前沿城市的財政負擔與人口管理壓力更加嚴重。因此，要維持地方進行社會改

革的積極性和新社會政策的可持續性，亟需上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進一步

強化自身在社會政策領域的統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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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新的福利分配

體系重新癒合了原本

高度分割的公民身

份。不過，重新建立

的公民身份帶有明顯

的地區性特徵，長期

而言，可能帶來社會

政策上的「一國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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